
国家为何不愿分而治之∗

———联合成本视角下美国的乌克兰政策及其调整

肖　 河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 国际关系学界都将分而治之假定为国家在博弈中不

证自明的优势策略， 楔子战略由此也一直是联盟理论的重要议题。 然而， 该理论单

凭自身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当前美国在大国博弈中的选择。 无论是拜登政府采取极为

强硬的乌克兰政策， 在大力遏制中国的同时又与俄罗斯展开代理人战争， 从而陷入

战略上的 “两线作战” 态势， 还是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乌克兰政策， 导致跨大西洋

联盟和美国联盟体系剧烈动摇， 使得拜登政府竭力构建的对华多边经济和技术遏制

濒临破产， 两种情形都不符合联盟理论的预期。 鉴于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熟稔分化理

论及其政策工具， 上述理论假定和现实经验之间的不匹配尤为令人困惑。 针对美国

的政策行为没有遵循分而治之逻辑的原因， 既有研究大多诉诸国内政治解释， 将其

视为战略上的 “非理性” 行为。 然而， 如果回到联盟理论的基础， 就会发现国家之

间的联合有其成本， 且对联合成本的评估很容易被主观因素扰动。 这使国家可能基

于战略理性而不愿遵循分而治之的逻辑。 立足对联合成本的全面理解， 能够发现拜

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政策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与欧洲联合的成本认知的显

著变化。 当前美国的对乌政策调整并非以联俄制华为目标， 同时严重削弱了跨大西

洋联盟， 这将给中国推进国际体系多极化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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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 “两线作战” 到跨大西洋联盟的动摇

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美国的乌克兰政策成为影响全球战略格局和

大国关系的重大议题。 无论是对乌克兰 “需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的拜登政府，① 还是在白宫围绕美乌矿产协议上演 “三总统激辩” 引发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盟国” 之叹的特朗普政府，② 二者围绕乌克兰危机实施的一

系列政策明显偏离了联盟理论中的预期路径， 即在维护和增强美国自身联盟体系特

别是跨大西洋联盟团结的同时， 避免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次要对手的过度打压， 以

免推动它们与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紧密联合， 达到分而治之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的效

果。 不管是构建和强化自身联合， 还是防止和弱化对手联合， 其实质高度相似， 都

是将第三方尽可能地拉向自身、 推离对手。

（一） 拜登政府拥抱 “两线作战”

对拜登政府的批评大多是认为其对俄政策过于强硬， 导致美国和西方不必要地

陷入与俄罗斯的全面对抗， 形成了既要遏制中国又要挫败俄罗斯的 “两线作战” 态

势。 在国际关系学界， 集中力量应对主要对手、 避免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的联合长

期被奉为大战略中的金科玉律。 不少人甚至主张， 整部冷战史都不过是对该原则的

有效性说明。③ 凡是违背该原理的国家， 都会像冷战早期的美国那样， 因为未做过

任何重要尝试去利用中苏对立而错失机遇。④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 有不少西方学

者力主分而治之， 在中俄间 “择一” 重点针对。 如美国学者蒂莫西·克劳福德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表示， 美国应要么聚焦于遏制长期威胁中国而安抚俄罗斯，

要么聚焦于遏制短期挑战俄罗斯而安抚中国。⑤ 理查德·方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将前一方案称为 “逆基辛格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将后一方案称为 “再基辛格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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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０６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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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 ０６ ／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 时殷弘译：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９１、 ２９３ 页。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 Ｌｅ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２／ ０６／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ｒｉｔｅ－ｕｐ.



ｐｅａｔ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并点明之所以必须二者择一， 在于同时挑战两个主要大国与 “直

觉” 不符。① 即便是在危机爆发、 美俄陷入全面对抗之后， 有美国学者仍在强调，

中俄接近不过是 “权宜之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美国仍有机会也应当尝试

加以分化。②

在西方政策界， 主张对中俄分而治之的言行也比比皆是。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

欧洲盛行俄罗斯对华 “附庸论”。 该论调主张， 中俄实力高度不对称， 俄罗斯如果

继续与西方对抗而接近中国， 只会沦为后者的 “附庸”， 因此只要西方对俄留有

“余地”， 就能推动其为增强自主而疏远中国。③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曾表示， 俄罗斯更倾向于选择同欧洲合作， 胜过与中国合作的

欧亚战略。 因此， 欧洲应重建战略自主， 与一味对俄强硬的美国保持距离。④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德国外交部部长海科·马斯 （Ｈｅｉｋｏ Ｍａａｓ） 在联邦议院表示， 如果 “烧毁

与俄罗斯之间的所有桥梁”， 只会导致俄中接近并 “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

联盟”。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Ａｂｅ Ｓｈｉｎｚｏ） 更是坚决奉行分而治之， 不仅在其任

内与普京频繁会面， 而且拒绝在克里米亚危机时制裁俄罗斯。 安倍在离任后仍多次

重申， 发展日俄关系是为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而做出的战略决策。⑥

然而， 现实并未朝着分而治之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前， 拜登政府虽明确将

中国视为唯一对手， 将俄罗斯降格为 “扰动性角色”，⑦ 但一直未对俄予以有力安

抚。 拜登政府只愿在现状基础上 “重启 （ ｒｅｓｔａｒｔ）” 互动， 而非以让步 “重置 （ ｒｅ⁃

ｓｅｔ）” 关系。⑧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冲突已一触即发。 美国虽然掌握情报， 但仍书面

告知俄罗斯， 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加入包括北约在内的任何组织， 并声称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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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ＮＳＣ－１ｖ２. ｐｄｆ.

孙成昊、 郑乐峰：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 动因及限度》，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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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原则”。① 危机爆发后， 主张分而治之的声音一度沉寂， 但随着冲突长期化又

重新浮现， 如批评援乌制俄减少了美国的可用资源、 削弱了对华军事威慑， 认为美

国必须在乌克兰和台海之间、 在挫败俄罗斯和威慑中国之间做出取舍。② 然而， 拜

登政府不仅始终未曾改变对俄政策， 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安全施压。 危机爆发后，

“亚太四国 （ＡＰ４）” 领导人连续三年出席北约峰会。 在维尔纽斯发布的联合公报还

宣称中国对北约的利益、 安全和价值观 “构成挑战”。③ 对美日韩和美日菲两个三边

机制的加强更是表明， 美国在强化其亚太联盟以挑战中国。④

乌克兰危机前后， 美国并未遵循分而治之的逻辑行事， 其结果是 “中俄接近成

为乌克兰危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后果”。⑤ 对此， 西方政策界不乏批评。 斯蒂芬·沃

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批评美国不应在危机前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认为冲

突 “本不必发生”。⑥ 有观点认为， 危机爆发证明了美国威慑政策的失败， 主要原因

是 “并未在核心问题上安抚俄罗斯”。⑦ 美国在“欧洲方向战略压力陡增” 的情况

下继续强化对华遏制 “令人费解”， 违背了 “必须避免两线作战” 的原则， 这会

导向 “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⑧ 美国的对俄政策偏离了建立 “最广泛的反华联

盟” 的最优策略， “非但没有在中俄之间打楔子， 反而将自身打造为中俄的共同

威胁”。⑨

（二） 特朗普政府动摇跨大西洋联盟

如果说在西方学界和政策界看来， 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并非大战略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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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那么继之而来的特朗普政府虽然最初带来了 “纠偏” 的希望， 但很快就引发了

严厉批评。 自 ２０２３ 年夏天开始， 特朗普转向高调批评北约， 反对援助乌克兰。 受其

影响， 乌克兰迟迟无法获得新的援助， 战场形势逐渐被动， 以至于部分共和党国会

议员表示， 不应在 “高度紧迫的生存性问题” 上一味反对而不提出替代方案。 最

终， 拜登政府直到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才得以获得新的国会援乌授权。① 在 ２０２４ 年美国总统

选举期间， 特朗普反复向俄罗斯传递明确信号， 表示他将放弃在乌克兰让俄罗斯遭

受战略失败的目标。② 对于特朗普旨在缓和对俄立场的政策调整， 美国主流媒体多

为口诛笔伐， 但在政策界却不乏欢迎之声。

特朗普在总统选举获胜后随即提名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Ｅｌ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ｌｂｙ） 担任

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科尔比在过去数年中强烈呼吁 “亚洲优先”， 持续

批评美国自 ２１ 世纪以来推行了成本过于高昂且目标过于分散的对外政策， 主张美国

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于在亚洲遏制中国， 避免介入不必要的冲突和过度利用资源。③

对于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 科尔比多次表示支持乌克兰的自我防卫， 但强调援助乌克

兰不应是美国的优先目标， 并且如果继续以拜登政府的力度援乌会削弱美国的防卫

能力。 科尔比的主张完美匹配了联盟政策上的 “平衡” 路径， 一方面主张战略克

制， 将资源集中用于应对主要挑战者； 另一方面又反对无条件的极端战略克制， 重

视美国的同盟体系和盟国作用。 科尔比的提名受到了美国政策界中现实主义者的欢

迎， 在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中， 科尔比也有不少可能支持 “亚洲优先” 路线的盟

友。④ 至于削弱对乌克兰的承诺或要求欧洲盟国更多代替美国承担援助责任是否会

削弱跨大西洋联盟， 不少政策分析家也持颇为乐观的看法。 他们认为， 特朗普的政

策调整可能推动美国的欧洲盟国更多更快地将自身资源投入国防领域， 加强欧洲盟

国之间以及欧盟和亚太盟国之间的合作， 最终对美国的同盟体系产生 “聚合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作用。⑤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却并非预期中的平衡联盟政策。 被特朗普任命为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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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俄罗斯事务特使的基思·凯洛格 （Ｋｅｉｔｈ Ｋｅｌｌｏｇｇ） 在美国大选期间曾通过美国

优先政策研究所 （ＡＦＰＩ） 公布了斡旋俄乌的方案， 包括就地冻结冲突以及暂缓乌克

兰加入北约进程， 但给予其全面与可确认的安全保障， 不接受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等。① 大选结束后美国媒体又披露， 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可能支持在乌克兰建立非军

事区， 并由欧洲盟国派出维和部队， 作为停火后的安全保障之一。② 上述方案意味

着俄罗斯也必须做出相当程度的让步， 同时预期承担维和任务的欧洲也势必是和谈

的参与者。 然而， 在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即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前， 特朗普先是在未

与盟国提前沟通的情况下与普京通话， 随后宣布将与俄罗斯展开谈判。 凯洛格也在

慕安会上表示， 欧洲不会受邀参加谈判。③ 与此同时， 詹姆斯·万斯 （ Ｊａｍｅｓ

Ｄ. Ｖａｎｃｅ） 还在慕安会上严厉批评了欧洲政治制度， 并在会后会见了德国选择党领

导人。

特朗普政府在慕安会期间的外交做法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和迅速反应。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和 １９ 日， 在马克龙的提议下， 欧洲各国、 加拿大和欧盟领导人

先后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 商讨乌克兰局势。 此后， 美国和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进

行了多轮磋商， 但乌克兰始终强调协议必须包括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这一

分歧最终导致特朗普、 万斯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 Ｖｏｌｏｄｙｍｙｒ

Ｚｅｌｅｎｓｋｙｙ） 在白宫将分歧公开化。 在美乌会谈破裂后， 欧洲 １８ 国和加拿大、 澳大

利亚、 新西兰的领导人公开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支持，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也鼓励泽连斯基 “要坚强、 勇敢、 无畏， 你

绝非孤身一人”。④ 泽连斯基从美国离开后立刻赶往英国。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

（Ｋｅｉｒ Ｓｔａｒｍｅｒ） 不仅宣布将提供 ２２. ６ 亿英镑的贷款支持乌克兰改善防卫能力， 还立

即于 ３ 月 ２ 日组织了一场由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等 １５ 国和欧盟、 北约领导

人出席的国际会议。

至此， 特朗普政府成功缓和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几乎完全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援

助， 甚至可能取消运送拜登政府时期已经批准的武器弹药， 并终止包括情报、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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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国际援助在内的对乌间接支持。① 然而， 美国试图减轻 “两线作战” 压力的

做法在西方政策界带来了更多质疑而非支持， 因为这是以美国同盟体系遭到严重削

弱、 跨大西洋对立日益加剧以及美欧有可能围绕乌克兰问题分道扬镳为代价实现的。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弗里德里希·默茨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ｒｚ） 在领导联盟党赢得德国大选后表

示， “美国人至少是本届政府中的美国人丝毫不关心欧洲的命运”， 各国 “必须尽快

强化欧洲， 实现相对于美国的独立自主”。 德国对战略自主的强调得到了法国的大

力支持。 在访美劝说特朗普前， 马克龙表示， “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时刻， 这将带

来史无前例的法德条约”。② 在美国学界， 一些原本积极主张美国应撤出乌克兰的人

也开始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沃尔特认为， 虽然终结乌克兰危机很有必要， 但

应以 “负责任且有严格规划的方式” 进行。 当前，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提前做出

的让步远远超过和谈所需， 而且将责任移交给欧洲的方式过于急促， 这将 “焚毁

联盟”， 使美国难以在 “遭遇不虞” 时获得欧洲的支持与合作， 甚至推动盟国着手

建立制衡美国的联合。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虽将乌克兰危机的

爆发归咎于美西方， 并且一直鼓吹美国应联俄制华， 但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停

止对美国盟国的 “反复鞭打”。 不论是在欧洲、 亚太还是拉美， 美国都需要它们的

合作。④

（三） 探索综合解释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联盟政策本身都值得追问， 它们的相继出现则使这种

追问有了更多意义。 首先， 连续两届美国政府虽然在诸多问题上不乏尖锐对立， 但

它们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 “战略竞争者”。 在对华议题上， 两任特朗普政府和拜

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高度连贯性。 无论是将中国认定为 “战略竞争者”， 强调经

济安全， 将对华加征关税永久化， 实施严厉的出口投资限制， 还是在亚太地区强化

对华军事威慑， 两者存在明显共识甚至使用了同一套政策话语。⑤ 正因如此，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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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盟政策看上去都有些不够自洽。 拜登政府的 “两线作战” 显著分散了美国的资

源和注意力， 特朗普政府的对俄缓和则动摇了欧洲盟国对美国的战略信任， 同样会

严重削弱美国在遏制中国时可能得到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支持。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

正在逐步落实对中国和欧盟加征关税， 其很有可能在贸易上 “两线作战”。 连续两

届美国政府在不同环节和领域显著偏离分而治之原则， 且在偏离方式上存在明显的

“互补性”， 这意味着具有综合解释的可能性。 换言之， 推动拜登政府走向 “两线作

战” 的因素可能与推动特朗普政府削弱跨大西洋联盟的因素性质相同， 只不过在作

用方向上完全相反。 要验证这一假说， 需要回到联盟理论的基础， 即国家为什么要

联合以及为什么要阻止对手联合。

二、 文献回顾： 回到分而治之的理论原点

本文尝试分析的美国对外政策现象在理论上可以抽象为： 面对已经明确的主要

对手， 一国违背分而治之原则， 与次要对手展开激烈对抗而导致后者与主要对手接

近， 或主动削弱自身联合而导致盟国与主要对手接近。 从国家行为上看， 这一现象

可称为 “联合功能失调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即国家在理应通过一系列逆向和

正向联盟政策减少对立者、 争取支持者时， 不但未能做出预期反应， 甚至反其道而

行之； 从行为结果上看， 国家为主要对手获得更多盟国和更紧密的联合创造了有利

条件， 令人怀疑其是否有将对手 “合而治之 （ｂｕｎｄｌ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的意图。 这一反常

现象背后存在两种可能： 其一， 国家原本希望在联盟政策上遵循分而治之原则， 但

联合行为机制之外的因素对国家行为构成了约束。 其二， 联合行为机制中存在一些

内生性因素， 促使国家根据理性人假设违背分而治之原则。 下文将回溯联盟理论的

基础， 重点审视第二种可能的理论可行性。

（一） 联盟理论的分析适用性

在探讨联合功能失调或合而治之之前， 首先要确定其是否属于联盟理论的研究

范畴。 作为一种现象， 它们在形式上与分而治之对立统一。 所谓分而治之， 更加通

常的说法是联盟分化或楔子战略 （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根据克劳福德的定义， 楔子战略

或者说分化是指 “国家在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预阻、 破坏和削弱威胁或阻碍自身联

盟的尝试”。① 需要强调的是， 联盟理论讨论的大都是广义上的联合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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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狭义上的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联合指向现象本质， 联盟则只

是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迈克尔·贝克利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ｃｋｌｅｙ） 对联合与联盟进行了区分， 即联合是指国

家因利益相同而汇聚， 联盟则是有正式军事合作协议的国家群体。① 理论上， 既存

在没有联盟的联合， 也存在没有联合的联盟， 区别在于前者能够发挥汇聚力量的

实际作用， 后者则往往徒具形式。 正如詹姆斯·莫罗 （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所说，

“联盟不必然带来军事支持， 对获得军事支持而言也非必须”。② 如果联盟成员并不

准备履约， 且该意图也为他国所知悉， 那么联盟就失去了增压作用； 反之， 即使

没有盟约， 但一国表明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援另一国， 则同样会产生增压作用。

例如， 由于并未明确规定军事支持义务， 有联盟理论研究者认为 １９０４ 年的 《英法

协约》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 和 １９０７ 年的 《英俄协约》 （Ａｎｇｌ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并不是联盟。③ 尽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英国都没有将两份协约转化为盟

约， 以至于德国始终抱有英国不会参战的期待，④ 但英国始终是德国的重大战略压

力来源。

联合不仅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盟约， 甚至无须缔结英法协约式的宽泛安全条

约。 就形成针对一国更大和来自更多方向的总体压力而言， 对手之间不必存在

“有约束力的安全保证……连接起来的高制度化的正式关系”； 即使它们行动缺少

协调， 也不会 “为彼此而战”， 只要自行其是， 就足以让一国的战略压力陡增。⑤

国家一旦遭遇对抗性联合， 往往会陷入两线或多线作战的境地。 即使其中一条或若

干条战线相对次要， 但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仍可能影响主要战略方

向的形势。⑥

在现实的政策研究中， 联合的重要性及其受到的关注不亚于联盟。 贝克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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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少因联盟义务本身而军事介入冲突。 美国参战更多的是源于利益汇聚而非盟

约要求。① 例如， 在参与朝鲜战争前， 美国与韩国并没有缔结盟约。 乌克兰危机证

明， 即使没有盟约， 国家间联合也能发挥重大作用。 乌克兰危机前后， 美乌之间均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盟约和联盟关系， 拜登政府反复表示美国没有出兵保护乌克兰

的安全承诺。 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俄罗斯也没有因此免于承

担巨大的安全压力和资源消耗。
总之， 虽然联盟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严格定义联盟的主张， 但正如莫罗所言，

即使没有任何盟约， 国家也会根据利益 “自行” 按照联盟政治的逻辑行事。 克劳福

德认为， 盟约不过是对联合的 “正式表达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楔子战略的目标也

是促成一种 “联合上的异常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而非 “联盟上的异常”。② 这决

定了联盟理论的适用范围总是比狭义的联盟更为宽广。 在联盟理论的经典论文中，
核心概念和讨论的经验现象大都是联合。 沃尔特在其于 １９８５ 年发表的关于联盟形成

的论文中， 开篇就提及他试图讨论的问题是 “什么导致了联合”。③ 在 １９８７ 年出版

的 《联盟的起源》 一书中， 沃尔特更是表示 “我在全书中用到的联盟或联合是可以

互换的两个词汇”， 均是指国家间 “关于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④ 本文即

基于这一意义， 使用联盟理论一词来指代对国家间联合的分析。
（二） 被忽视的问题： 国家何时更偏好分而治之

在回溯分而治之的研究时， 最突出的问题是相关文献的缺失。 对楔子战略的当代

理论研究往往将克劳福德视为先行者。 克劳福德在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写道，
“在国际关系领域， 我没有找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 将一般意义上的楔子战略作为中心

关切”。 因此， 克劳福德在回顾分化理论时回溯到了但丁 （Ｄａｎｔｅ 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和尼可

罗·马基雅维利 （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⑤ 此后， 泉川康弘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 Ｉｚｕｍｉｋａｗａ） 在

与克劳福德商榷楔子战略的不同效果时也坦承 “很少有文献讨论分化联盟和阻止结

盟”， 并将讨论追溯至 １６００ 年奠定江户幕府基础的关原之战。⑥ 然而相较于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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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 文献回顾中更大的难题是分而治之的逻辑过于符合常识， 以至于相关研究的

先行者很少会想到讨论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会更偏好采用这一策略， 而在另一些条件

下则没有这样的偏好。
克劳福德在研究楔子理论时并未深究国家分化对手的理由。 在动机上， 他将

“阻止对手结为集团或促使威胁性联盟解体” 视为必定能 “削减他人能力” 的手

段。① 由于 “组织起来的敌人” 的力量总是同数量正相关， 国家唯一需要考虑的就

是分化的成本和自身的资源， 即只要成本可以接受， 国家就应加以分化。② 总之，
楔子战略能削弱对手之间相互支持的预期， 因而总是可以在对分化国有利的方向

上改变权力关系。③ 泉川康弘也未过多思考国家为什么要分化对手这一问题。 在

他看来， “能否阻止或粉碎敌对联盟往往能够决定国家命运” ， 美国独立战争的

成功和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败均可归因于各自楔子战略的成败。 不过， 在

比较奖励和惩罚这两种分化手段时， 泉川康弘指出国家在选择策略时会同时考

虑总体安全状况和改善安全的成本。 当奖励资源不足且安全环境严峻时， 国家

会倾向于以惩罚分化对手； 如果奖励资源不足但在安全上尚有余裕， 国家则会

选择维持现状。④ 泉川康弘实际上分析了不同条件下的最优分化策略。 他虽然没

有考虑分化对手是否一定有利， 但已接近这一问题的本质即分化对手的收益和成

本之比。
中国学界对分化理论的研究思路也较为相似。 凌胜利细化了楔子战略的分类方

法和类型， 强调在分化上安全利益奖励相对于经济利益奖励更加有效。 但与克劳福

德类似， 他暗示在任何情况下 “集势以胜众” 都是 “各国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法

宝”。⑤ 黄宇兴在 “克劳福德—泉川康弘之辩” 的基础上指出， 在讨论奖惩策略的

优劣时应考虑分化目标的属性差异， 如对手之间的依赖是否对称， 但同样没有讨

论是否应当分化这一问题。 他认为无论是大国提供的安全还是小国提供的排他性

战略资源都是对联盟的正向贡献。 这似乎支持了盟国数量的增加总是会带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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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看法。① 总体来看，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索分化敌对联盟的最佳方式， 在

不断丰富 “工具箱” 的同时选出 “与实践对象相匹配的具体工具”，② 如提出侧重价

值观分化的 “理念性楔子战略”③ 或强调需要通过不断试错才能找到有效的分化手

段等。④

有研究讨论了国家是否一定要分化对手或者说对手置身联合之中是否一定有利。

如刘丰提出在奖励和惩罚之间还存在不作为的观望型分化策略， 即等待该联盟因内

部矛盾而削弱或破裂。 他指出， 当联盟无法给其中的国家 （尤其是中小国家） 带来

额外的安全， 反而使这些国家在潜在或实际的冲突中担负较高的成本时， 联盟最有

可能分崩离析。 换言之， 国家参与联合在安全上可能成本大于收益。⑤ 在是否应当

分化对手的问题上， 韩召颖和黄钊龙的分析较有针对性。 他们在回顾了影响楔子战

略有效性的诸多因素后， 回到了柯庆生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的问题， 即敌对同

盟的分裂是否毫无疑问有利于分化者。 他们的结论是，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分化敌对

同盟就必然有利于分化者， 要深入探究是否应该对一个敌对同盟进行分化、 敌对同

盟的分裂对分化者是否更为有利。 一方面， 相较于 “彻底分化”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同盟， “有限分化” 可能对中国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 为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

罗斯不惜采取军事行动， 这让其付出了可能得不偿失的巨大代价。⑥ 然而， 这些具

有价值的论述尚处于零散状态， 并未系统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对分而治之原则

的偏好程度。

（三） 尚待发掘的反向研究路径

对国家何时更偏好分而治之的研究也可以转化为一个更为大胆的命题， 即国家

是否可能有意识地合而治之， 出于某种战略目的主动推动对手走向更紧密的联合。

当然， 鉴于对分而治之的理论研究都算不上丰硕， 与常识截然相反的合而治之就更

是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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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拜登政府针对中俄的 “两线作战” 或者说 “双遏制”， 也不是所有人都将

其视为战略上的非理性之举。 有观察人士指出， 冲突爆发后美国空前强硬的乌克

兰政策带来了欧美之间 “前所未有的一致”， 重新给了北约 “存在理由”， 并 “修
复了因从阿富汗仓皇撤出而受损的形象”。① 有学者提出，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公认的

最大受益者。② 历史和现实中的部分现象提醒我们， 在某些条件下 “两线作战”
完全可能具备战略合理性， 因而国家也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有意促成主要对手和次

要对手建立与强化联合， 并以此削弱主要对手。 即使不考虑经验现象， 在理论逻

辑上分化对手和聚合对手也足以作为两端构成一个策略连续统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其

中， 那些可能正向推动国家选择分化对手的因素也应当是反向推动它们聚合对手

的因素。
概言之， 学界很容易将分化对手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认识到国家有时并未遵循

分而治之的原则， 也往往将其归因于国家缺少实现分化所需要的能力或遭到了国内

政治或决策者个人非理性偏好的掣肘， 而很少考虑国家可能是在有意识地违背分而

治之原则。 本文尝试针对这一理论研究盲点进行初步的学理探究。

三、 国家为何不愿分而治之： 联合成本的评估与运用

对联盟分化议题的既有研究尚未深入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对分化策略的偏

好， 因而大多只能将国家与预期不符的行为解释为缺少分化能力， 或归因于存在其

他更加强有力的机制， 如国内政治需要抑制了国家的分化动机等。 然而， 如果回到

联盟理论的原点考察国家选择联合对象的动机， 就会发现国家完全可能是基于理性

考虑而不遵循分而治之的逻辑，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联合总是有

成本的， 且收益并不总是能覆盖成本。 当国家认为自身所处的联合得不偿失时， 就

可能主动弱化该联合， 将盟国推离自身； 当国家认为对手所处的联合得不偿失时，
就可能放弃阻止对手维持和强化该联合， 甚至主动促成这种联合。 这两种场景都可

能使国家表现出与分而治之要求相悖的行为模式。
（一） 联合有其成本

如果国家在有能力分化对手时却有意不这么做， 那么唯一合理的战略动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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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并不认为联合会给主要对手带来战略收益， 甚至可能削弱后者。 其中有两方

面原因： 一是联合成员各自的安全结构不一定完全匹配， 联合可能会让成员面对

原本无须面对的敌人， 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二是因为联合涉及资源共享， 但成员

的资源利用率很可能存在差异， 将资源投放到利用率相对较低的盟国反而会降低

总体战略产出。

１. 安全结构的匹配度

迈克尔·奥特菲尔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 Ａｌｔｆｅｌｄ） 曾指出， 加强军备和结盟是国家增强

安全的两种方式； 前者消耗资源， 后者消耗自主性。 仅当结盟有助于国家减少军备

时， 才可视为有 “正边际安全生产”。 奥特菲尔德据此指出， “有些联盟会让国家的

安全比加入前更加脆弱”。 例如， 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使德国的安全度降低了

１７％。① 奥特菲尔德的论述点明了问题实质， 即一国与另一国联合未必有安全收益。

这是因为联合并非物质力量的简单叠加， 还包括安全结构的叠加； 物质力量固然不

会因联合而减少， 但安全结构的叠加却有多种可能。

安全结构叠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是联盟理论的重要研究议题。 迈克尔·

曼德尔鲍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 最早提出 “牵连 （ 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 概念， 指代

“国家被牵连进一场它不愿打的战争”。② 格伦·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 Ｈ. Ｓｎｙｄｅｒ） 进一步

指出， 国家在联合中始终面临被牵连或被抛弃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的风险， 两者此消彼

长， 不可能同时消除。 斯奈德将被牵连定义为 “在本身没有利益或共享利益很少的

情况下卷入冲突”，③ 这点明了联合损害安全的原因， 即一国可能被联合带入另一国的

安全关系中， 额外消耗资源。 后续研究在两方面扩大了牵连的内涵： 其一， 即使不存

在安全承诺， 只要是 “非中立的第三方”， 就有被牵连的可能。 其二， 虽然没有卷入

战争， 但如果 “被迫支持盟国从事一项代价高昂却没有收益的事业”， 也属于被牵

连。④ 国家因为联合而额外消耗的经济或政治资源都可以称为经济或政治牵连。⑤ 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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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无论是总体力量增长、 更高效的安全资源置换还是政治合法性，① 凡是国家可

能从联合中获得的收益， 也可能因联合而失去。

联合不是国家力量的算术加总， 而是安全结构的叠加， 国家安全结构之间在多

大程度上相互匹配决定了联合的可能性与牢固度。 盟约是对上述重合度的正式确认，

但并非盟国相互之间给予军事支持的关键因素。② 国家安全结构间越是匹配， 就越

不可能在本身没有利益或共享利益很少时被牵连。 在利益不重合处， 国家会致力于

掌控 （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ｙ） 盟国， 限制其行为。③ 如果联合中存在三个及以上国家， 安全结

构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 一国甚至可能鼓励一个盟国对其他盟国 “不忠”， 以确保

前者的资源更多地服务于自身目标。④ 这种复杂关系会掣肘联合中国家的行动， 但

这种掣肘也未必总是坏事。 贝克利指出， “不同盟国有不同需求， 减少对一个盟国

的军事支持， 可能使其他盟国满意……保持联盟资产表的多样化有利于避免被牵

连”， 也有利于 “比大部分盟国远为黩武的美国” 保持克制。⑤

２. 资源利用的效率差

利益匹配度并非衡量安全结构的唯一标准。 即使两个国家的利益完全重合， 由

于各自内在禀赋不同， 它们可能在资源利用效率和战略收益上大相径庭。 如果基于

利益重合度来计算资源的转换利用效率， 两国之间存在匹配度 １００％的上限； 但如

果基于禀赋计算， 两国之间的匹配程度可能超过 １００％。 简言之， 国家把资源投入

联合有可能产生比 “自用” 更多的安全收益， 也有可能带来相对损失。 如果投资盟

国比资源自用效率更高， 国家就会表现出 “利他主义” 的行为特征， 希望盟国而非

自身获得更多资源。⑥ 现实中， 上述 “利他主义” 行为屡见不鲜。 当前， 不论是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是美国的援乌派， 都强调将美国的安全资源用于乌克兰是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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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投资”， 既能对俄罗斯造成严重伤害， 又不会让美国人流血。① 冷战中， 美苏均尝

试过以 “边缘诱捕” 战略在边缘地带消耗对手，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可以依托安全禀

赋较好的伙伴， 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来不成比例地消耗对手。②

然而， 现实中有的盟国适合投资， 有的则不适合。 在援乌之前， 美国先后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投入大量资源扶植友好政权， 但徒劳无功。 正是因为喀布尔在 ２０２１ 年

重现了 “西贡时刻”， 乌克兰对美国援助的有效利用才显得尤为耀眼。 事实上， 美

国在危机爆发前后对乌克兰政府并没有多少信心， 担心其可能 “迅速崩溃”。 冷战

初期， 面对苏联的挑战， 美国虽然拥有充足资源， 但依然会依据盟国的各类禀赋来

制定援助政策。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 （Ｓｔａｔｅ－Ｗａｒ－

Ｎａｖ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成立专门小组制订与杜鲁门主义配套的援助计划。 该小

组在最终报告中指出， 应优先援助 “那些拥有或可以保护金属、 石油和其他国家资

源的地区， 那些包含战略目标的地区， 那些拥有巨大工业潜力的地区， 那些拥有大

量劳动力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地区”。③ 此后， 乔治·凯南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 进

一步缩小了优先投入资源、 强化联合的范围。 他认为， 世界上只有美国、 英国、

德国和中欧、 苏联、 日本五个 “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 美国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苏

联无法获得其他力量中心。④ 对那些禀赋欠佳的国家， 美国不必急于拉拢， 甚至可

以 “让给” 苏联。

当时， 杜鲁门政府认为既不必为中苏结盟过度担心， 也不必耗费太多资源加

以阻止。 凯南始终坚称 “中国尤其是美国应当规避的一个地区”， 理由是 “中国

将在许多年里缺乏能够生产出两栖战和空战所需装备的工业基础”， 因而中国

“对苏联安全和莫斯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可能造成的威胁” 会超过它将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⑤ 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 强调， 由

于独立和 “贫穷虚弱”， 中国 “对于苏联而言很可能成为一个累赘而不是一项资

产”。⑥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 甚至有西方人士认为整个东欧都是苏联的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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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负债”。① 沃尔特指出， 美国在冷战中联合了所有主要工业国家， 而把那

些在 “生产能力、 军事力量、 财富、 公共合法性和总福利” 上更为虚弱的国家

留给了苏联。 此外， 相对于苏联增强联合的努力， 美国 “在总体上较少尝试去

削弱它们” 。 反倒是在 ２００１ 年后， 美国开始效仿苏联， 寻求长久控制阿富汗和

伊拉克等地。②

综上， 联合可能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敌人和对抗， 还可能导致国家资源运用

效率低下。 联合的收益有时能够抵消不利因素， 但联合也可能会让国家得不偿失。

这一可能性决定了国家可能以显性或隐性方式违背分而治之的逻辑： 显性方式是，

国家可能认为对手的联合成本过高， 因而放任或有意促成对手的联合， 直接表现

出将对手合而治之的态势； 隐性方式是， 国家可能认为自身的联合成本过高， 因

而放任或促成自身联合的弱化， 将现有盟国推离自身， 甚至使其与对手接近。 不

管是显性方式还是隐性方式， 都会表现为国家陷入 “两线作战” 状态， 前者是同

时与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发生冲突， 后者则是与主要对手和被推离的盟国之间的

冲突。

（二） 成本评估有其主观性

联合有可能得不偿失， 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退出联合以避免损失继续， 毕

竟联合的本质是国家对特定情况下采取支持行动的承诺， 而承诺归根结底是由 “国

家自行履行”。 除共同利益外， 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国家履约。③ 此时， 退出联合

的国家将陷入上述第二种 “两线作战” 态势， 这也是一种较为容易理解的场景。 然

而， 上述第一种 “两线作战” 要想成立， 则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一国判

断不必分化对手的联合时， 后者却依然愿意置身于该联合中？ 这是因为对联合成本

的评估较具主观性， 多种认知因素可能导致对手之间对于同一联合关系的 “净收

益” 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因素是错觉。 罗伯特·杰维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 指出， “认知机制可能让

决策者们觉得自身推行的政策颇为安全， 但它们实际上极度危险”。④ 既然国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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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战争的风险， 那么误判联合的得失也不足为怪。 国家可能高估一国的力量而

低估该国对手的力量， 也可能误判与一国联合后的国际关系变化， 例如原以为可

借此震慑甚至吸引潜在对手， 反而是激发了对手的敌意。 哈尔·布兰兹 （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和约翰·加迪斯 （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在讨论冷战时指出， 冷战之所以始

终没有转 “热”， 在于双方都认为 “时间是自己的朋友”。① 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两

国常常误判形势， 从而高估自己或高估对手。 究其原因， 力量增减固然有其客观

性， 但是要想准确认识这一过程却并不容易。 国家产生错觉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或认知过程受到干扰。 做出决策的并非抽象的国家， 而是被史蒂文·洛贝尔 （Ｓｔｅ⁃

ｖｅｎ Ｅ. Ｌｏｂｅｌｌ） 称为对外决策部门的政治精英。 在评估其他国家时， 他们往往会立

足自身的特殊利益视角， 关注与其密切相关的特定因素。② 因此， 决策者的评估很

容易与客观状况存在偏差。 一言以蔽之， 既然国家可能在该联合时而不联合， 由此

面临制衡不足的危险，③ 那么国家同样可能在不该联合时而联合， 陷入得不偿失的

窘境。

第二种因素是执着于声誉。 错觉是指国家不能准确评估联合的收益和成本， 执

着于声誉则是指国家能够认识到某一联合已经得不偿失， 但认为就此退出或弱化联

合会损害自身声誉， 因而继续加以维系。

国家关注的第一类声誉是忠诚。 伊恩·亨利 （Ｉａｉｎ Ｄ. Ｈｅｎｒｙ） 指出， 声誉不仅经

常被等同于忠诚， 还被认为是国家的内在品格。 一国对另一国是否忠诚将严重影响其

他国家对该国是否忠诚于己的看法。 亨利将此类看法称为 “声誉教派”。 他认为国家

希望获得的是他国对自身的选择性忠诚， 即 “可靠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而非普遍忠诚； 不

恰当的普遍忠诚反而会削弱盟国的可靠性。④ 在此基础上， 有研究将一国对本国的忠

诚称为直接声誉， 将一国对他国的忠诚称为间接声誉。 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

对一国的间接声誉并非越高越好， 因为这意味着可能得到的资源支持更少。⑤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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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界对于忠诚和声誉的理解在不断完善， 但在舆论界和政策界 “声誉教派” 依

然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关注的第二类声誉是决心。 决心是指一国捍卫自身利益的意愿， 对其最可

信的衡量就是该国愿意付出的代价。 谁有能力和意愿消耗更多的资源， 亦即展示了

更大的决心； 同时这种付出越是 “非理性” 和 “无效率”， 越是能彰显决心。① 与

“声誉教派” 类似， 有人主张国家不能因一时得失而使决心不彰。 如果为了节约资

源而退出联合， 只会恶化形势， 最终在更不利的环境下与对手较量。② 对于这一派

看法， 学界不乏反对意见， 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有限的资源不允许国家无限地展示

决心。 如丹尼尔·特雷斯曼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指出， 固然 “向一个挑战者让步会

削弱绥靖者的决心声誉， 进而鼓励其他挑战者进攻”， 但在面对多个对手时， 国家

必须做出选择， 这是因为 “战斗能够增强它们的决心声誉， 同时也会耗尽与新的挑

战者战斗或对其加以威慑所需的资源”。③ 过度展示决心可能造成严重的战略透支，

甚至承受决心和资源均严重受损的结果； 相反， 如果灵活行事， 绥靖次要对手， 反

而有助于有效制衡主要对手。④

与有关忠诚的争论类似， 赞成展示决心的一派很容易在政策界占据主导地位。

在乌克兰危机进入相持阶段后， 美国政策界围绕资源和决心反复展开辩论。 其中，

“能力派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ｍｐ）” 认为， 相较于竭尽所能援助乌克兰， 美国应当更多地

为未来干预台海 “节约资源”；⑤ “决心派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ａｍｐ）” 则认为， 美国必须在乌

克兰充分展示决心以威慑潜在的竞争者。

在现实中， 对忠诚和决心的重视常常纠缠在一起， 保持忠诚也是展示决心的重

要方式。 虽然学界不乏更为平衡的看法， 但不足以撼动主流观点， 这在美国外交中

表现得尤其明显。 帕特里克·波特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ｏｒｔｅｒ） 认为， 美国外交政策共同体一

直顽固坚持在所有地区追求权力最大化， 并将任何 “基于收缩承诺的替代方案” 都

视为 “不现实和不应考虑的”。⑥ 尼尔·弗格森 （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则指出， ２１ 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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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存在严重的过度承诺问题。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当前美国之所以坚持 “两线

作战”， 就是因为害怕对俄缓和会导致 “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国的信任”； 一旦在对

俄博弈上 “节流”， 就难以取信盟国并说服它们在对华博弈上配合美国 “开源”。②

（三） 对联合成本的认知与运用

至此， 我们可以构建起对于国家违背分而治之原则的理性主义理解。 其中， 显

性场景是： 在静态视角下， 一方面， Ｂ 国与 Ｃ 国建立或强化联合， 很可能引发或增

强 Ｃ 国对手 Ｄ 国对 Ｂ 国的敌意； 如果 Ｄ 国的战略价值比 Ｃ 国更高， 那么 Ｂ 国就会

蒙受相对损失。 另一方面， Ｂ 国与 Ｃ 国建立或强化联合， Ｂ 国将更多资源投入 Ｃ 国；

但是 Ｂ 国利用资源的禀赋较差， 这可能降低了 Ｂ 国的总体资源利用效率， 使 Ｃ 国蒙

受相对损失。 上述两个因素都可能使得 Ｂ 国的对手 Ａ 国认为， 不必分化 Ｂ 国与 Ｃ 国

的联合， 甚至可以考虑促成后两者更加紧密的联合。 在动态视角下， Ａ 国认为 Ｂ 国

所处的联合成本过高， 并没有为 Ｂ 国带来 “净收益”， 因此不仅不必予以分化， 甚

至可以有意促成该联合； 但在 Ｂ 国看来， 该联合的单独或综合收益足以覆盖成本，

因而继续置身于该联合中。 隐性场景是： Ａ 国为对抗主要对手 Ｂ 国， 与 Ｃ 国形成了

联合， 但是之后 Ａ 国对与 Ｃ 国联合的成本认知发生变化， 认为继续维持同等水平的

联合将得不偿失； 因而， Ａ 国在继续与 Ｂ 国对抗的同时， 主动弱化与 Ｃ 国的联合并

引发了新的冲突。

四、 联合成本认知视角下美国的乌克兰政策：
从 “资产欧洲” 到 “负债欧洲”

　 　 本部分将在经验层面呈现国家如何基于对联合成本的认知， 进而采取违背分而

治之原则的联盟政策。 其中， 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展示了对分而治之原则的显性

违背， 即在大力遏制主要对手中国的同时， 采取了极为强硬的乌克兰政策； 特朗普

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则展示了对分而治之原则的隐性违背， 即在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

的情况下推行了引发跨大西洋联盟剧烈动摇的乌克兰政策， 严重削弱了美国团结西

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能力。 两个经验案例又构成了一个对照组， 更好地揭示了影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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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美国乌克兰政策的关键变量， 即美国决策者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联合成本评估。 拜

登政府判断俄罗斯的联合成本较高， 因而宁可对中俄 “两线作战”， 以争取被视为

战略资产的欧洲； 特朗普政府则认为欧洲的联合成本较高， 属于战略负债， 因而主

动动摇跨大西洋联盟。 在两个案例中， 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属于 “完成时” 且持

续时间更长， 将作为主要案例展示美国对俄罗斯的联合成本认知以及如何在此基础

上以 “两线作战” 的形式谋求对主要对手的遏制； 特朗普新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则刚

刚拉开序幕， 本文将其作为相对次要的案例， 展示美国对欧洲联合成本认知的变化

对美国乌克兰政策和跨大西洋联盟带来的影响。

（一） 拜登政府： 对俄罗斯的联合成本认知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联合成本的评估由两部分综合而成： 一是俄罗斯自身的战略

价值以及将更多资源投向俄罗斯的收益率； 二是与俄罗斯联合可能付出的安全结构

成本， 具体到乌克兰政策上， 亦即与俄罗斯接近可能导致与欧洲疏远。 综合两部分

即是美国视角下俄罗斯的联合成本。

长期以来， 美国学界和政策界都对俄罗斯持轻视态度。 迈克尔·马斯坦托诺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 认为， 俄罗斯并非 “有潜力动摇美国霸权” 或 “能给予美国

霸权重大支持” 的 “枢纽国家”， 不值得西方以优厚条件吸纳， 甚至被当作普通的

第三世界国家来对待。①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美国政策界很多人认为， 金融惩戒和

经济摧毁将 “比物理占领更加有效” 地重创俄罗斯经济， 进而迫使其屈服。② 自

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２３ 年年初， 俄罗斯在战场遭遇挫折。 一时间， 美国甚至出现了

要为俄罗斯的崩溃早做准备的主张， 其中包括不应像冷战尾声时那样 “试图帮助崩

溃的苏联存活”。③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这一态度， 在对外政策上低估了俄罗斯的能

力和价值。 拜登政府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出台的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明确主

张， 虽然如何对待俄罗斯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战争的发展， 但一些基本要素已

然清晰， 如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还将遭到削弱， 并预测俄罗斯在博弈中将更加依赖

核武器。④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拜登甚至公开表示， 由于俄军表现 “严重不及预期”，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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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说法并非 “玩笑”。①

美国对俄罗斯综合国力的评估更加负面。 在拜登政府看来， “俄罗斯构成了对

欧洲地区安全秩序的迫切和持续威胁， 是全球不安和不稳定的源泉， 但缺少中国那

样的全面能力”。② ２０２２ 年，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一度因冲突爆发和西方

制裁而缩水 １. ２％； ２０２３ 年， 俄罗斯加速战时经济转型， ＧＤＰ 增长恢复到 ３. ６％。 但

美国政策界依然不看好俄罗斯经济的长期韧性， 认为俄罗斯正处于战争催生的 “经

济过热” 中， 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 投资回报率很低， 且民营经济很难从中获益。③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 （Ｊａｎｅｔ Ｌ. Ｙｅｌｌｅｎ） 表示， “俄罗斯的战

争经济已经与国际金融体系深度隔绝， 其军事部门极度渴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当前俄罗斯的努力只是在 “持续透支自己的未来”。④

在美国看来， 欧洲的长期经济和安全价值都要远高于俄罗斯。 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办公室于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 《全球趋势 ２０４０》 报告认为， 美国在人口结构和创新能

力上具备优势， 只要切断中国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渠道， 就能确保赢得对华战略竞

争。⑤ ２０２０ 年， 迈克尔·蓬佩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讲话，

指责中国 “利用了我们的开放和自由社会”， 借此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⑥ 这些主张

具有共同之处， 都认为与西方的联系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 美国将其

他西方国家视为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关键， 必须予以排他性掌控。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美国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Ａｎｔｏｎｙ Ｊ. Ｂｌｉｎｋｅｎ） 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 强调所有

西方国家应 “确保我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比各自与主要竞争者之间更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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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 中俄经济一体化不仅在战略威胁上远低于中欧经济一体化， 还会削弱

中欧经济联系。①

在拜登政府看来， 欧洲的相对军事潜力不容小视。 ２０１４ 年的北约威尔士峰会就

确定了 ２％原则， 即所有当前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低于 ２％水平的国家应停止削减防务开

支， 并在 ＧＤＰ 有实际增长时增加开支， 在十年内将防务开支比重提高到占本国 ＧＤＰ
的 ２％。② 当时， 多数欧洲国家并没有积极履行承诺。 为此，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 在 ２０１９ 年北约成立 ７０ 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公开指责了德国。③ 然而，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冲击了欧洲不重视军事力量的观念， 引发了 “４０ 年来最大规模的

国防建设”。④ ２０２３ 年， 北约已有 １０ 个成员国的防务开支达到了 ２％的比重。 ２０２４
年， 德国朔尔茨政府的防务开支占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２０２３ 年的 １. ５７％大幅提升至

２. ０１％， 也是冷战后德国防务开支首次达到 ２％。 同时， 北约 ３１ 个成员国的总防务

开支也实现了 １１％的迅速增长。⑤ 至华盛顿峰会召开前， 已经有 ２３ 个成员国达标，
北约国家的平均防务开支占比也首次达到 ２％。 美国政策界还有人提出， 未来要将

２％门槛进一步提高到 ２. ５％—３％。⑥

总体来看， 拜登政府原本就轻视俄罗斯的战略价值， 同时又将欧洲视为关键资

产， 认为欧洲是否配合美国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与中国 “脱钩” 将会对美国对华战

略竞争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两者的结合使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的联合成本较高，
没有采取实质让步予以安抚并达到分化争取目的之必要。

（二） 拜登政府： 谋求在 “两线作战” 中强化多边对华遏制

拜登政府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中将中国定位

为 “唯一可能综合利用经济、 外交、 军事和科技力量持续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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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者”。① 然而， 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并未得到盟国的大力支持。 此前， 特朗普

政府推行 “美国优先”， 逼迫盟国分摊更多的军费， 重启自贸协定谈判， 并退出了

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在内的多个多边机制。② 拜登执政后虽然高呼

“美国归来”， 但又在未与北约盟国充分沟通的情况下， 在阿富汗实施了 “不惜一切

代价的撤退”。 理查德·哈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ｓ） 指出， 拜登政府对联盟体系的态度

是 “既希望从国际秩序中获益， 又不愿为维护它而忍受辛劳”。③ 其结果是， 在乌克

兰危机爆发前， 美国始终面临难以取信于盟伴的严峻挑战。 即便对于美国分享的机

密情报， 法德等国也一直担心这是煽动欧洲的政治操弄。④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 美国虽有联盟体系， 但难以形成对华遏制的合力。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ＣＡＩ） 完成谈判。 该协定一旦得到批准， 中欧双方的

经济相互依赖将明显增强， 也会重挫美国的对华经济遏制。 拜登团队在执政前就公

开呼吁欧盟暂缓批准协定， 此后又操纵人权问题引发中欧相互制裁， 冻结了协议审

议进程。⑤ 不过， 外界普遍预期中欧关系还将再度趋缓， 进程也将重启。 ２０２１ 年年

初，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 在各种场合反

对针对中国 “构建阵营”。 马克龙在大西洋理事会明确表示， “所有成员联合在一

起反对中国是最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场景， 对我而言这毫无建设性”。 在拜登高调出

席美欧峰会前， 美欧智库还专门发布联合报告， 提醒双方注意在对华政策上的

“差距”。⑥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欧洲国家开始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视角思考对外政策， 扭转

了之前的 “去政治化” 进程， 重新重视军备建设与军事联盟。⑦ 与此同时， 欧洲在

短期内反而在安全上更加依靠美国， 只能一方面更积极地配合美国遏华，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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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 “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 的思路， 继续强调欧亚安全的联系性。① 两种做

法都会恶化中欧关系。 对于欧洲在对华态度上的改变， 时任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

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表示， 奥巴马时期的 “亚太再平衡” 政

策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效， 关键在于欧洲认为这会导致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 “偏离

欧洲”， 因而不愿配合。 然而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欧洲的关注并未局限于乌克

兰， 反而更重视亚太局势。 坎贝尔据此得出结论， 美国应使用 “一套操作体系”

来统筹欧亚两个板块的政策。② 所谓一个体系和统筹欧亚， 是指更加自觉地捆绑中

俄， 利用危机推动欧洲由 “区别对待中俄” 转为 “视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 支持

美国的阵营化对抗。③

欧洲基于安全考虑的对美靠拢严重削弱了中欧合作前景。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欧盟贸

易委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 （Ｖａｌｄｉｓ Ｄｏｍｂｒｏｖｓｋｉ） 表示， 在 “新的全球环境

下”， 批准 ＣＡＩ 已 “希望渺茫”。④ ２０２３ 年年初， 中国多次呼吁双方同时让步， 解冻

审议进程。 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年 ４ 月访华时不仅要求中国全面调整

对俄政策， 还暗示将彻底放弃 ＣＡＩ。⑤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 “１７＋１ 合作” ） 也

受到严重冲击。 此前， 立陶宛为阻止美国 “转向印太”、 强化对俄 “保护伞” 而反

复挑动台湾问题， 不惜退出 “１７＋１ 合作”。⑥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同样反俄的拉脱维

亚和爱沙尼亚也正式退出合作。 乌克兰危机还全面削弱了中欧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奥地利政府决定效仿法国， 拒绝恢复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交通权， 其理

由是东航仍可穿越俄罗斯空域、 拥有不对等竞争优势。⑦ 中欧航空市场的部分 “裂解”

正是欧洲在全球经济阵营化过程中加速靠拢美国的冰山一角。

在安全领域， 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冲击更加明显。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北约在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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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ｕ－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ｅａｄ ／ .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接受 〈环球时报〉 专访实录》， ｈｔｔｐ： ／ ／ ｅｕ. 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ｄｓ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０３＿ １１０３５６８６. ｈｔｍ；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Ｌｙｎｃ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Ｇａｍｅ ｏｖ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Ｄｅ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ｒｓｕｌａ－ｖｏｎ－ｄ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ｇｎａｌ－ｇａｍ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ａｌ－ｃａｉ ／ 。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ｓ Ａｌｌ－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Ｂｅ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１５ ／ ｂｅｈｉｎｄ－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ｓ－ａｌｌ－
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ｂｅｔ ／ .

Ｋｕｒｔ Ｈｏｆｍａｎｎ， “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ｉｎｇ Ｕｎ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ｓａｆｅｔｙ－ｏｐ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ｉｔｉｎｇ－ｕｎｆａｉ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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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特别峰会并发表联合公报。 公报特别提到中国， 呼吁 “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俄

罗斯的战争努力， 或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其规避制裁”。① 同年 ５ 月， 瑞典和芬兰正式

申请加入北约， 日本、 韩国、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四个亚太国家也开始参加北约外长

和防长机制。 此后不久， 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了 《北约 ２０２２ 战略概念》， 不仅将中

国定位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 “系统性挑战”， 还将 “印太” 写入文件， 提出要

与 “印太盟伴” 共同管理 “跨地区挑战和共有安全利益”。 亚太四国元首首次共同

出席了峰会。 这些新做法都说明乌克兰危机让欧洲国家更多地 “通过俄罗斯透镜来

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② 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 亚太四国元首连

续第二年出席。 峰会联合公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污名化， 并提出 “谴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等无理要求。③ ２０２４ 年， 北约华盛顿峰会将中国进

一步定位为乌克兰危机的 “决定性推手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ｅｎａｂｌｅｒ）”。 美国政策界高度重视

欧洲能否坚持对华强硬路线。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丹尼

尔·拉塞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 表示， 北约华盛顿峰会的公报 “向前迈出了重大一

步”， 带来了 “欧洲—大西洋和亚太地区关键国家的紧密团结”。④

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后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来看， 比起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分

化， “阻止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便集中力量遏制中国， 利用危

机构建 “将印太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连接起来的伙伴关系网络” 是拜登政府更

为优先的任务。⑤ ２０２４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 （Ｋａ⁃

ｍａｌａ Ｈａｒｒｉｓ） 的助手曾向 《经济学人》 杂志透露， 哈里斯并不担心俄罗斯、 伊朗、

朝鲜等国与中国接近， 因为 “它们之间越是相互合作， 我们就越能将盟国聚集在身

边”。⑥ 拜登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其对俄罗斯联合成本的认知高度一致： 比起缓和美俄

关系可能得到的收益， 拜登政府更愿意选择承担与俄对抗升级的成本， 以换取欧洲

在对华遏制上的更多配合。 这体现了美国对 “两线作战” 的 “不拒绝” 态度，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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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ＮＡＴＯ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ｓ＿ １９３７１９. ｈｔｍ.

Ｓｙｄｎｅｙ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２２ ＮＡＴＯ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ｏｒｇ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
ｎａｔｏ－ｓｕｍｍｉｔ－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ｏｎ－ｔｈｅ－ａｇｅｎｄａ ／ .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ｎｉｕ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ｓ＿ ２１７３２０. ｈｔｍ.

“ＮＡＴＯ Ａｌｌｉｅｓ Ｃａｌｌ Ｃｈｉｎａ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Ｅｎａｂｌｅｒ’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ａｔｏ－ｃｈｉｎ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５９８７６ｂ８８ｃａｄ３ｃｃｆ１５ｃｃ５４４３９１２ｆｅ３ｄ５ｂ.

周琪：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载 《美国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第 １３—１４、 ２９页。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ｒ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Ｗｈｅｒｅ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ｍｐ Ｓｔａｎ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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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怀疑其有意维持这一态势。
（三） 特朗普政府： 对欧洲的联合成本认知及其乌克兰政策转向

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 美国开始在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者”，① 之后更是悍然发动了对华贸易战。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第一届特

朗普政府的对华敌意更是迅速攀升， 中美两国由此陷入了政治、 经济和安全上的全

面政策对立。 在 ２０２４ 年总统选举期间， 特朗普团队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民主党和

“深层国家” 的内斗之上， 并未过多提及中国。 但是， 这并未改变其将中国作为主

要对手的定位。 竞选期间， 所有国家都遭到了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然而其他国家的

对美出口产品面临的只是 ２０％的关税威胁， 唯独中国面临 ６０％的极限关税威胁。 特

朗普还强烈支持对华鹰派议员提出的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立法倡议，
试图从根本上摧毁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和世界贸易体系。② 在胜选后， 斯科

特·贝森特 （Ｓｃｏｔｔ Ｂｅｓｓｅｎｔ） 和霍华德·卢特尼克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ｕｔｎｉｃｋ） 等华尔街金融

家进入特朗普政府并出任财政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等经济要职。 他们不同程度地表

示， 关税将更多是 “拯救国际贸易” 的筹码而非目的， 中国将构成唯一例外。 针对

中国的关税将是战略性和永久性的， 目的是彻底实现中美之间的产业 “脱钩”。③ 特

朗普政府执政后以芬太尼问题为由两次对华加征 １０％的进口商品关税， 签署了一份

限制中国对美关键领域投资的备忘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初发布了

《总统 ２０２５ 贸易政策议程》， 中国在其中被无端指责。 该议程重申将评估是否立法

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④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仍将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 并计划进一步升级针对

中国的贸易战和产业科技 “脱钩”， 但其不同于拜登政府， 并未将欧洲盟国视为对

遏制中国而言必不可少的关键资产。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 盟国不仅不是美国最为重

要的力量增幅器， 反而是 “持续流血的伤口”。⑤ 在竞选期间和胜选后， 特朗普多次

点名批评欧洲国家通过贸易和北约长年对美国实施 “敲诈”， 在经济和贸易上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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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ｉ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Ｔｒｕｍｐ Ｂｙｐａｓｓｅｓ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ｗｅｅｋｌｙ－ｔｒａｄ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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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２０２５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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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Ｅ. Ｓａｎｇｅ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Ｔｒｕｍｐ Ｊｅｔｔｉｓｏｎｓ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ｏｎ 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Ｇｏ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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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便车， 且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贡献。 因此， 美国联盟政策的目标将是不择手段地

“追缴” 盟国的 “欠债”， 手段之一就是放任盟国的对手为所欲为。① 在正式就职后

的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特朗普仍在继续大力抨击欧洲， 声称 “欧盟对待我们非常糟

糕， 它们不买我们的汽车或农产品。 事实上， 它们几乎不买什么东西”， 所以必须

对欧洲加征关税。 特朗普甚至宣称美国对欧贸易赤字高达 ３５００ 亿美元， 并点名批评

了德国、 法国、 爱尔兰和意大利。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特朗普宣布将于 ３ 月 １２ 日起

对所有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２５％关税。 此举取消了拜登政府时期对加拿大和欧

盟等盟国的豁免， 也引发了欧盟的强烈抗议。 冯德莱恩表示， “欧洲不会对不公正

关税不做回应”。②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３ 日， 特朗普宣布之前暂缓实施的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征的高达 ２５％的关税将于 ４ 日生效， 这引发了美国市场的强烈反应， 并迫使特朗

普于 ３ 月 ６ 日扩大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加征关税的豁免范围。 然而在做出让步的

同时， 特朗普仍不忘抨击欧盟， 表示 “我们支持北约， 我们为其他国家支付账单，

但同样是这些国家， 它们一直在贸易上敲诈我们， 其中大部分是欧洲国家”。③

特朗普用贸易逆差的单一标准来看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使欧洲在美国认

知中的联合成本急剧上升， 由应对美国主要对手时的 “关键资产” 转变为侵害美国

利益的 “沉重负债”。 这一认知变化严重削弱了美国对欧洲的战略需要， 也使欧洲

丧失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影响美国立场的杠杆。 上述变化集中体现于 ２０２５ 年的慕尼黑

安全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 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乌

克兰政策。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新任北约秘书长、 前荷兰总理马克·吕特 （Ｍａｒｋ Ｒｕｔｔｅ）

公开呼吁欧洲公众支持各国政府增加防务开支。 他积极呼应了特朗普和美国政策界

对欧洲国家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占 ＧＤＰ 比重的要求， 支持将该比重由之前的 ２％提升

到 ４％。 与此同时，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还在向特朗普政府传递消息， 强调 “如果放

弃北约， 它们将更难应对中国”。 马克龙专门邀请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共同出席巴黎

圣母院重新开放的揭幕仪式。④ 这一系列做法清晰地展示了欧洲的思路， 即通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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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防务开支和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来展示自身价值， 以争取特朗普在乌克兰政策上调

整立场， 更多地照顾欧洲的安全关切。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吕特在达沃斯论坛上公

开回应了美国政府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ｎｅｌｌ） 的发言， 表示在国防开

支问题上特朗普是正确的， “问题不在美国， 而在欧洲”， 因此愿意为乌克兰支付

“最昂贵的账单”， 但敦促美国应继续援助乌克兰。① 然而， 欧洲的上述做法未能达

到预期效果， 不仅万斯在慕安会上丝毫没有提及欧洲最为关切的国防开支和乌克兰

问题， 特朗普政府还以明显的 “扬俄抑乌” 基调宣布美俄将在利雅得举行第一轮磋

商， 将欧洲和乌克兰双双排除在外。

面对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政策上的大幅转向， 在马克龙的召集下， 欧洲国家和

欧盟领导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和 １９ 日两次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乌克兰和欧洲安全

政策。 会议传达了与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的信息， 即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同时

强调 “乌克兰不可能在没有乌克兰和欧洲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和平”。② 之后， 随着特

朗普政府对泽连斯基的指责不断升级， 美乌关系迅速恶化， 马克龙和斯塔默先后访

问美国， 试图说服特朗普政府调整对乌政策。 马克龙在访美期间有意识地将对乌政

策、 欧洲的国防开支和美国的贸易政策联系起来。 他一方面指出 “美国不可能同时

针对中国和欧洲发起贸易战”， 应当聚焦于中国； 另一方面强调欧洲的对乌援助力

度丝毫不亚于美国， 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加征关税将削弱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的可能

性。③ 尽管欧洲反复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可或缺， 但由于特朗普

政府坚决拒绝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让步， 泽连斯基的访美之行以会谈破裂、 矿产协议

未能签订告终。 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施压力度， 包括切断对乌援助

交付和情报共享， 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

为影响美国的乌克兰政策， 欧洲采取了前所未见的积极外交， 并且在国防开支

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 然而这不仅未能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政策， 也难以扭

转美欧 “在全部而非单一问题上步入冲突之路” 的态势。 其根本原因在于， 美国改

变了对欧洲联合成本的认知， 不再将欧洲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 在美欧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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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没有得到颠覆性调整的情况下， “欧洲展示对北约的忠诚纯属徒劳”。① 考虑到绝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政府截然对立， 这将进一步提高美国对欧洲

联合成本的评估。 欧洲政策界对此已经有了清晰认识， 指出 “不应抱有通过增加国

防开支来赢回美国青睐的幻想”， 即使北约成员国都达到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５％目

标， 美国也不会改变态度。②

作为欧洲的对立面， 俄罗斯与美国的经贸联系较少， 因而未被特朗普政府视为

美国面临的 “全球贸易不平衡” 的一部分。 相较于拜登政府，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

战略价值的评估有所回调， 但没有显著变化。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美国国务卿马

可·鲁比奥 （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非常态” 的单极时刻已经终结，

美国正步入多极世界。③ 在美俄双边会谈中， 特朗普政府表示出对恢复美俄经贸联

系、 让美国能源企业重返俄罗斯的兴趣。 此外， 如果俄罗斯能够承诺以低价向美国

长期出口能源， 也有利于特朗普政府以降低美国能源成本抑制因减税、 关税和打击

非法移民导致的通胀上升， 推进 “美国优先” 议程。④ 不过总体来看， 特朗普政府

并未过多讨论和宣传其通过改变乌克兰政策而可能从俄罗斯获得的好处。 就此而言，

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调整并不是为了拉拢俄罗斯共同对抗中国， 而是将欧洲

视为联合成本高昂的 “不良债务”， 因而没有必要为了拉拢欧洲遏制中国而继续坚

持与俄对抗的乌克兰政策。 其结果是， 美国很有可能结束针对中俄的 “两线作战”，
但是针对中欧的 “两线作战” 可能刚刚拉开序幕。

五、 联盟成本的启示： 反联盟研究与美国联盟政策的局限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向来高度重视对分而治之的研究， 这一偏好有其现实和理论

原因。 在现实中， 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都长期面临美国联盟体系的压力。 在理论

上， 美国政策界和学界是联盟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其中主流的建制派尤其重视论证

维护联盟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 “两线作战” 看似违背常识， 其理论基础却并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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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喻： 国家间的联合会产生复杂的连锁反应， 增加盟国、 强化联合的过程可能也是

增加对手、 强化对手联合的过程， 这决定了建立或强化联合本身未必能实现相对力

量增长； 同时， 国家间的联合总是涉及资源的共享， 但国家之间的禀赋差异决定了

共享后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降低。 一言以蔽之， 只有在对手的联合增强了主要对手

的相对力量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下， 才应当尝试分而治之； 反之， 则没有必

要分化对手的联合， 甚至可以放任或积极促成。

对分化理论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当今的国际现实， 进而更准确地

判断形势发展。 未来一年， 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和美欧、 美俄关系的走向仍将是国际

社会关注的焦点， 同时会对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 美国放弃对

中俄的 “双遏制” 并不会改善其国际战略形势。 在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推行 “两线

作战” 的目的是借助冲突将欧洲牢牢捆绑在遏制中国的政策轨道上， 也确实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离间中欧关系、 破坏中欧合作的作用。 当前， 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政

策虽然仍有变数， 但远远不能满足欧洲的战略期待， 跨大西洋联盟未来势必遭到严

重削弱， 欧洲的对美战略自主亦将显著增强。 这将给中国推进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带

来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其次， “联俄制华” 并非特朗普政府调整乌克兰政策的目的

和动机。 美国调整乌克兰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对欧洲战略价值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

难以接受与欧洲联合的高昂成本， 进而使以 “两线作战” 拉拢欧洲失去了战略合理

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会拉拢俄罗斯遏制中国。 事实上，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 美

国只要挥舞单边 “关税大棒”， 就足以实现对华产业和科技 “脱钩”， 并不需要争取盟

国配合。 因而， 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在未来也不会因为美国的对乌政策变化而遭遇挑

战。 最后， 之所以连续两届美国政府都在不同方向上陷入了 “两线作战” 的泥潭， 并

不在于美国决策者对联盟理论疏于理解和运用， 而是因为联合成本往往难以控制。 在

欧洲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前途陷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 无论如何选择， 美国都很难遵

循分而治之的原则， 一边维持和巩固美欧联合， 一边控制和缓解美俄之间的对抗。 这

暴露了美国推行联盟外交的根本局限， 并从反面证明了中国长期坚守 “结伴不结盟”

原则的优越性。

（截稿：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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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何不愿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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